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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粤港合作
———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上）

香港东华医院之创立

在探讨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的关系

前，有必要先说明东华医院的背景。

在 1935年玛丽医院建成前，港岛唯
一的公立民用医疗机构叫做“Civil
Hospital”。“Civil”一词表明其非军用性
质———因为当时香港另有一所“Naval
Hospital”（海军医院）。该院中文名称较
为特殊，称作“国家医院”。对当时岛民而

言，就医实属不易。而且，当时民众患病

时大多也不去医院，更不求助西医，因他

们对西医极为陌生。普通百姓———尤其

是早期来港、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生病

时往往自行找药而不求医，致使当时香

港的死亡率很高。据当时香港某西报记

载，民众对西医极为排斥，除非免费施

诊，否则不会就医。东华医院的创立正是

基于这两点考虑———采用中医诊疗，提

供免费服务。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疑问：

为何称其为“中医院”？这可能是当时全

中国唯一的“中医院”。因为，传统中医多

按方抓药后回家煎服，何须住院？但是，

当时在港华人多为贫苦单身劳工，患病

后无人照料，从东华医院的历史照片可

见，院内陈列着大量药煲（煎药器具），由

此我们可以知道东华医院不仅提供诊

疗，还兼具照料病患的功能。

而当时有家名为广福义祠的祠堂，

其始建于 1851年，最初用于供奉牌位，
后逐渐沦为弃置濒死之人的场所。香港

当局起初并未察觉此事，直至消息传至

英国后方才引起恐慌。署理总登记官李

斯德视察时记录道“九至十名或生或死

的病人躺在‘医院’里，其中一名是腹泻

骨瘦如柴的垂危病人躺在一块如其身

形大小的木板上，停在一个狭窄的、根

本不能站立的空间里……，旁边的房间

里放置了管理人员所称的尸体，但仔细

查看，其中一人尚有气息……，在这里，

人的自然需要沦落至无法形容的令人

厌恶的情况”。由此可见当时情形之骇

人。此事经报纸曝光后，港府意识到必

须采取行动。巧合的是，麦当奴总督此

前曾“开赌”（即开放赌博），此为当时快

速敛财的手段，但引发了不小的民怨，

英廷勒令港府停止开赌，并要求将已获

资金尽快使用。此时恰逢华人有建立中

医院的需要，总督便顺势拨款促成。另

一关键背景是香港当时已涌现一批具

有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华人。这些华人认

为有能力自主运营中医院，而港府则提

供土地与部分资金支持。

我们发现，东华医院的总理名单中

很多和广州“九大善堂”中爱育善堂、方

便医院、广仁善堂等善堂总理是重叠的，

所以，粤港根本就是一家人。有一个说法

是，香港商人是粤商的分支。这个名单中

的 13人主要可以分成两类———南北行

商人与买办。买办大多是广州人。十三行

大火之后几乎所有商行都搬来了香港。

所以，1860年代的香港并不是无缘无故
出现许多买办，他们原先就是广州或者

珠三角的人。南北行商人则充分利用香

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经营中国内地

与南洋之间的转口贸易。无论是将内地

货物输往南洋，还是将南洋特产运入内

地，都必须经由香港中转，这一独特的区

位优势造就了许多富商。

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梁云汉（梁鹤

巢）曾担任两届倡建主席，足见英国政府

对他的信任。他同时创办了广州的爱育

善堂，后因破产返回广州并在当地终老。

另一位总理李璿（李玉衡）原籍新会七

堡，因冲突激烈的“土客之争”而举家迁

港。此人致富不择手段，既经营金山庄，

又涉足苦力贸易（即“卖猪仔”），更取得

了当时香港的鸦片专卖权。若论财富，在

当今李嘉诚、近代何东之上。19世纪的
李璇堪称香港首富———其遗产即便分予

子女后，余产仍创下惊人纪录。名单中还

有一位陈桂士（陈瑞南），他是广州陈家

祠的创办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高满华

（高楚香），作为名单中唯一的潮州人（澄

海籍），他通过南北行贸易发家，旗下元

发行专营暹罗米（泰国米）进口业务。其

中非商界出身的只有黄胜，他任职于英

华书院印刷所，并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二

位华人议员。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的邓

伯庸（邓鉴之），因没有后人，其棺木至今

仍停放在东华义庄，历经一个多世纪仍

未下葬。此外，名单中的唐

茂枝来自“盛产”买办的珠

海唐家湾；伍秩庸即著名

外交家伍廷芳；莫仕扬则

是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

者，该家族历经三代买办

（莫藻泉、莫干生），至今已

传至第五代，成为香港罕

见的“富五代”家族，不过

后代已转型从事医生、律

师等职业。

从 19 世纪东华医院
总理在医院大堂合照中可

以发现奇特的一点：他们

全部穿着官服———因为他们全部都买了

官。其实有钱不买官的话，做很多事情都

不方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与清廷

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东华医院成立

后甚至会帮忙在报纸上刊登朝廷卖官的

广告。这个群体想要得到官位需要和广

东省当局互动沟通，这里有一个人是张

之洞老友，他在其中起了特别的作用。

与广州善堂之合作

从爱育善堂首事名单中可以发现，

陈桂士、陈美扬（陈翼云）、梁云汉等人不

仅担任东华医院倡建总理，同时也是爱

育善堂的重要创办人。名单中还包括卢

庚扬、李璿等熟悉的名字。值得注意的

是，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成立时间相

近。在 1870年代初短短数年间，粤港澳
地区相继创立了三家重要慈善机构———

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以及澳门

镜湖医院，这三家医院的成立时间仅相

差一两年。其中，爱育善堂在东华医院成

立后立即赠送了“惠周海外”牌匾，这是

东华医院收到的首块外部机构赠匾。

东华医院和爱育善堂间有着很多的

合作。首先就是赈灾，那个年代珠三角几

乎每一年都有灾难。清远绅商于光绪四

年（1878）赠予东华医院“德起疮痍”的牌
匾，正是对这种救灾合作的见证。1877
年清远遭遇大水灾，这里提到“蒙贵院协

同爱育善堂来清助赈，自去年腊月开赈

至本年六月初二日停止拯活饥民十几万

人起死回生之恩如同再造”。当地县志对

此也有明确记载，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捐

款、施粥等善举。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两

个善堂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

从现存档案中可以发现，东华医院

与爱育善堂的合作形式很多样。其中一

份文件记载了东华医院委托爱育善堂代

为制作病人棉袄的事。当时广州的裁缝

比较多，制衣成本比较低。文件明确记载

了“代做病人的棉袄多少件多少钱，照数

额汇交爱育善堂”。还有一种情况是救助

孤老。1912年东华医院致爱育善堂的一
封公函，记载了一个事件，一位叫做郭荣

的老人，是番禺县人，在墨尔本“营谋不

遂”，幸得老友资助回港，但物是人非且

囊中已空，送至爱育善堂安置以免街头

行乞。

方便医院则成立于 1899年，相对比
较晚，但是和东华医院的合作尤为密切。

从方便医院的创办名单中可以发现，多

位核心成员如卢佐臣、陈作屏、刘渭川等

都曾担任东华医院的总理或主席职务。

名单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少岐，其子周埈

年是 1950年代香港著名绅士和社会贤
达。然而，周氏家族曾在一次山体滑坡中

全家罹难，唯因周少岐当时恰好外出，得

以在这场重大变故中幸免于难。

香港当局的官方文件记载了当时肆

虐的“脚气病”的情况。该疾病致死率极

高，而香港医疗系统却难以有效应对。档

案特别指出：“至脚症一科，中外病人回

粤，由香港东华医院送到方便医治者，每

年以千计，多能奏效。”由此可见方便医

院在治疗脚气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鉴

于该病症需要长期治疗，东华医院选择

将患者转送至方便医院医治。

1918年，方便医院致东华医院函记载
到“贵院有脚症病者二十五人欲送至……

以得转离水土”。当时他们觉得转一转水

土会有帮助。这里还写道“东华医院送来

脚症病人每年或三五七帮，每帮或一二

十人或三四十人”，这类数据非常多，所

以我们能知道东华医院持续和方便医院

合作医治脚气病患者。

渊摘抄自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
丁新豹教授演讲实录冤

如今在谈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应认识到香港与广州在历史上本属一家人，两地关系之密

切远超今人想象。香港的东华医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历任总理几乎清一色为粤籍商

人，直到后来才出现首位外省籍总理———上海人徐季良。这一人事特征充分证明，香港东华医院与广

州有着非常多的联系。

爱育善堂赠予东华医院的牌匾

广福义祠


